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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一项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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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变迁是学术界和政策界

广泛关注的议题。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

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在中美博弈中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 当美国对

华强硬时，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其北约盟友尤甚。 即便是在强调美国

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看齐效应”依然稳固，甚至有所强化。 在国别层面，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格外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而意大利、德国和埃及等国的对

华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较小。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看齐效应”的

强度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部分盟友高度追随美国，但也有不少国家与美国背道而

驰。 国内政治因素也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这一点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

的延续性以及面对外界冲击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调整的滞后性中可见一斑。 此外，
基于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从美国获取的安全保护越可靠、
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 而盟友西式民主水平

的提升可以弱化美国安全保护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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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加强与美国盟友①双边合作的道路上，中国的期待多有波折，出现了“我本将心

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情况。 以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欧盟为例，解除对华军售

禁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可谓中欧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三块“试金石”。 中国每一次都对欧盟寄予厚望，积极主动地释放善意，在欧洲面临

债务危机时及时伸出援手，且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就一些重要议题做出让步。 然

而，最终结果却并不总能如中国所愿：欧盟对华军售解禁仍悬而未决；②２０１６ 年，欧盟

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③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欧洲议会冻结对中欧投资协定

的审议，至今未有重启安排。④ 无独有偶，中国期待与近邻日本加强合作的努力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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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所指的美国盟友包括美国的北约盟友和美国总统指定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不包括中国台湾）。 考虑

到本文考察的是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在实证检验中，不使用较晚加入北约和较晚被确

认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国家的数据，即不使用黑山（２０１７ 年加入北约）、北马其顿（２０２０ 年加入北约）、突尼斯

（２０１５ 年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巴西（２０１９ 年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卡塔尔和哥伦比亚（２０２２ 年被指

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数据。
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始于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０３ 年，中国出台首份欧盟政策文件。 该文件表示，欧盟应早日解除

对华军售禁令，为拓宽中欧军工军技合作扫清障碍。 欧盟方面也释放出积极信号，２００３ 年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

提出将重新审议欧盟对华军售禁令。 ２００４ 年年初，欧盟的重新审议工作开启。 ２００４ 年年底，欧盟首脑会议进一

步明确了对华军售解禁的决心，有关官员强烈暗示将于 ２００５ 年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美国对此强烈不满，小布什

总统在访问欧洲期间向欧盟施压，要求其维持对华军售禁令。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有关法令要求欧盟

维持对华军售禁运，甚至不断有美国议员表示如果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他们将限制美国出售国防实物和技术

给向中国出售某些国防物品的欧盟成员国。 欧盟最终作罢，对华军售解禁事宜至今悬而未决。 参见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ｒ⁃
ｃｈｉｃ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Ｇｒｉｍｍ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ｈｉｒｌｅｙ Ｋ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ｒｍｓ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ｄｅ ＲＬ３２８７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４２。

根据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时的有关条款，ＷＴＯ 成员需要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欧盟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
中国还对欧盟经济复苏给予了实质性支持，明确宣布不减持欧元债券，还派出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欧采购。 欧盟一

度倾向于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趋势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并警告欧盟不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先后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参见《中方再次敦促欧盟尽快承认中国完

全市场经济地位》，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 ２００９－０５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９３７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温
家宝：《希望欧方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ｎ ／ ２０１０ ／ １０－ ０３ ／ ２５６８９３７．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２ 日。

２０２０ 年年末，历经 ７ 年 ３５ 轮谈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为达成中欧投资

协定，进一步加强中欧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在劳工和公民社会参与等方面做出了实质性让步。 然而，次年 ３ 月，欧
盟跟随美国就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等问题抹黑中国，并制裁中国有关官员和实体，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欧洲

议会随即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至今仍未解除。 参见刘作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关系协调的

前景》，载《当代世界》，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４—３１ 页；余淼杰、郭兰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基础、前景和挑

战》，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５８ 页。



有得到积极回应。 世纪之交，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都提出应该大幅改善中日关系，尝

试“中日接近”，强调中日双方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并认为中美、中日关

系的改善将减弱美日同盟的凝聚力。① 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对日新思维”没有

得到日本的积极反馈，中日关系仍然保持“政冷经热”的总体基调，钓鱼岛争端等历史

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中国与美国盟友双边往来中的这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现象也

进一步引发了“为何明月照沟渠”的疑惑，即为何中国与美国盟友改善双边关系的多

次努力都未见起色？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美国因素是中国的努力

频繁落空的主要原因吗？

本文在考察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后发现，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演变深

受美国对华关系、自身国内政治、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以及对美国贸易依赖程度的

影响。 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ＰＶＡ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ＶＡＲ）模型，发现美国盟

友尤其是北约盟友的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的对华关系，而且出于对国内政治因素的

考量，美国盟友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 本文还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和广义矩估计方法（ＧＭＭ）发现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深受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的影响：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越可靠，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但二者之间的相

关性随着美国盟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对美贸易依赖程度越深，美国盟友的

对华关系就越强硬。 本文的研究结果勾勒了一幅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的整体

图景，这既有助于完善联盟管理理论，又可以服务于中国对外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回顾

联盟的维持与管理贯穿于联盟形成到瓦解的整个过程。 冷战后，既有联盟延

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联盟的维持与管理日益成为决策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联盟

研究的关键议题，相关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美国对华关系有着重

要意义。②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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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载《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７ 页；时殷弘：《中日接近与

“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７１—７５ 页。
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６—２５ 页；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９０—
１０６ 页。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既有研究广泛关注联盟维持与管理的效果，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共同

的战略利益、盟友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联盟制度化水平以及盟友与美国的国内秩

序相似性等。 现实主义强调共同利益与威胁以及体系内部的实力对比对联盟维持与

管理的关键意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关注安全威胁，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将“威胁”邻国安全，这些国家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共同遏制中国发展，这有助于美国维持与管理其联盟体系。① 周建仁指出，当国家自

助能力不足且同盟实力达到制衡门槛时，盟国更加依赖联盟，而当国家自助能力足够

强大，或者国家自助能力较弱但组成同盟也无法达到制衡门槛时，国家对联盟体系的

依赖度便较低。②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性。 西莉斯特·沃兰德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Ａ． 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和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认为，制度化水平高

的联盟会形成与其命运密切关联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维持同盟的凝聚力。③

许海云和田甜指出，北约松散的联盟体制等因素使得土耳其将北约内部矛盾公开化，

不遵从北约的安全指向，对联盟形成了冲击。④ 建构主义认为联盟是一种共同知识，

一定国际规范和观念结构下各国互动中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促进了联盟的形成。 一旦

联盟形成，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将进一步在互动中彼此影响，有助于联盟的维持和

巩固。⑤ 此外，还有研究强调国内政治对于维持联盟体系的重要性，认为盟友国内秩

序的兼容性越强，联盟越容易维持、联盟内部的凝聚力越强。⑥

也有研究将上述联盟理论观点综合起来分析联盟体系的维持与管理。 斯蒂芬·

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指出，存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联盟的维持，包括霸权国的

领导、承诺的可信度、国内政治的需要、精英对政治的控制、高制度化水平、意识形态一

致性和相似的心理认同等。⑦ 宋伟和宋卓如指出，共同的战略利益、平衡的实力关系

和相互兼容的国内秩序有利于联盟的维持。⑧ 苏若林和唐世平指出，相互制约是联盟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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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ｔ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８１－３９６．

周建仁：《走向决裂：弱国退出同盟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９—６１ 页。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Ａ． 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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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Ｗｈ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Ｅｎｄｕｒｅ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５６－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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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核心，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机制影响联盟的管理，权力对称

且意图一致的联盟更便于被管理。① 周建仁结合特朗普政府时期北约弱化程度大于

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事实指出，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和领域以及联盟结构都会影

响联盟弱化的程度，霸权国在安全领域的信誉下降和多边联盟结构更容易导致联盟

弱化。②

美国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快速发展是既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林赛·福特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Ｗ． Ｆｏｒｄ）和詹姆斯·戈德盖尔（Ｊａｍｅｓ Ｇｏｌｄｇｅｉｅｒ）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美

国及其盟友面临的核心挑战，美国应加强联盟体系的凝聚力，拓展军事领域之外的其

他合作，汇集技术创新优势，遏制中国的科技影响力。③ 史文（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Ｓｗａｉｎｅ）认
为，美国企图打造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事实上是美国联合印太盟友对抗中

国的工具，将会让亚太地区更加不自由、不开放。④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牵制中国是美

国联盟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⑤美国对华强硬是诸多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强硬的重要原

因。 朱海燕认为，在美国压力下，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指向性”更加强烈。⑥ 孙茹和王

付东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韩同盟涉华合作进一步扩展至安全、经济、科技和国

际秩序等中美博弈的关键议题。⑦ 冯怡然认为，欧盟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欧盟—中国：战
略展望》政策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关系较以往更加强调中欧之间的竞争性，欧盟对华

关系的调整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⑧ 赵光锐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对华关系协

调进一步升级，涉及市场规则、高端技术、产业升级和人权等领域，甚至出现了“机制

化”趋势。⑨ 曹鹏鹏和石斌认为，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支

点，均在不同程度上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和澳大利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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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成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北锚”和“南锚”。①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关注了联盟的维持与管理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盟友的对

华关系，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

其一，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个别案例，缺乏对美国联盟体系对华关系影响因素的整

体评估。 本文认为，既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刻画一幅美国盟友对华关

系影响因素的宏观图景。 一般而言，定性研究仅能覆盖有限案例，而定量研究普遍使

用 ＶＡＲ 模型考察中美和特定第三方互动的相互影响，研究者往往只挑选了个别第三

方进行考察。 聚焦少数几个美国盟友的研究能够精确把握这些盟友对华关系背后的

驱动因素，但却无法回答美国在其联盟体系中的号召力究竟如何、其盟友的对华关系

普遍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重要问题。

其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美国总统任期内联盟体系对华关系凝聚力的变迁，

而是较多地关注特定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风格。② 然而，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在不同

总统任期内有何变化这一现实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探究。

其三，既有文献未能深入研究不同联盟管理因素之间的互动，没有考虑到联盟管

理底层因素的调节效应。 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认为共同的安全威胁和相似的国内秩

序有助于联盟管理，但鲜有考察当民主程度发生变化时外部安全威胁程度对联盟管理

的影响力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本文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勾勒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的整体图景。 一

方面，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不同总统任期内在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

盟友关系的冲击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响应状况；另一方面，考虑到联盟管理的底层

因素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且难以获取高频数据，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武

器进口、贸易依赖程度和西式民主水平等因素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并考察西

式民主制度对武器进口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相关性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定机制

为探究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合作与冲突程度的决定机制，本文着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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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鹏鹏、石斌：《“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第 ４１—５４页。
本文将研究区间限定为“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较以往更

加重视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显著增强。 参见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
演变》，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７５—９６ 页。 其二，后文实证检验部分需要使用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提供的戈

德斯坦得分周度数据，在小布什任期及之前，该数据缺失严重，难以得出可信的实证检验发现。



重考察美国因素和美国盟友自身因素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① 其中，美国因素

是指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盟友关系，美国盟友自身因素则是指盟友的国内政治、安
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等。

其一，美国对华关系可能影响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 美国是其盟友与中国双

边互动中重要的第三方，美国盟友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美
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围绕涉疆问题制裁或谴责中国，体现了美国盟友

在对华议题上对美国的追随。 既有研究尚未就美国盟友对美国对华关系的追随

程度达成一致意见。 以欧盟为例，曹玮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
中美关系决定着其他双边关系，印度和俄罗斯更可能追随美国，但欧盟非但不会

追随，甚至还会反其道而行。② 赵光锐和冯怡然则认为，欧盟对华关系走向强硬离

不开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上台以来，欧美对华关系协调不断强化甚至出现机制化

趋势。③

其二，美国对盟友关系也可能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 当美国在较大程度上包容

盟友的诉求时，盟友更倾向于支持和追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当美国难以回应盟

友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将倾向于排斥和疏远其主导的国际秩序。④ 现实中，美国频繁

拉拢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和美国—东盟特别

峰会等无不体现了其联合盟友（以及准盟友）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其三，美国盟友自身的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等也是其对华关系的

潜在影响因素。
在国内政治方面，一国的对华关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如果一国政府内部存在强

烈的对华合作意愿，那么该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在一段时期内较为友好，反之则较为强

硬。 冷战结束后，理性主义受到来自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与挑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开放经济政治学（ＯＥＰ）的出现体现了理性主义的自我修正与完善。 开放经

济政治学认为，国内政治因素可以改变一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利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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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在国际谈判中努力确保本国政策得以顺利实施。① 由于

国内政治结构、政党结构、领导人认知和利益分配等政治因素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

一国的对外政策理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对外部冲击的响应也会相对滞后。②

在安全方面，美国对盟友的安全保护越可靠，其盟友越可能对华强硬。 美国的联

盟体系主要是安全联盟，寻求安全保护是一些国家加入美国联盟体系的主要诉求之

一，这间接说明美国盟友主观上存在“不安全感”。 吴心伯认为，安全利益是美国盟友

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最重要的考量，安全考虑不一定是受到现实中客观的安全威胁，

而是一种主观认知。③ 王栋认为，威胁认知是影响亚太国家对华采取对冲策略的重要

因素，一国对华威胁认知的升高可能使其对华关系由软对冲转向硬对冲。④ 本文认可

他们的观点，认为安全考虑是可以被建构的主观认知，与一国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以

及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息息相关。 例如，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威

胁”，但有国际舆论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将会很

不稳定，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准盟友很可能封锁中国的航路，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加强对

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和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控制”以维持能源供应，因此澳大利亚将受

到严重的“安全威胁”。⑤ 这一国际舆论营造出的“不安全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澳

大利亚近年来强硬的对华态度。

在经济利益方面，美国盟友在经济上对美国依赖性越强，越可能追随美国主导的

国际秩序并对华强硬，反之则越友好；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性越强，越可能对华友好，

反之则越强硬。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联性长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

少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提高了冲突成本，因此国家之间会强化合作，这传达了成本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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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 ５０ 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载《国际观察》，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４１—７４ 页。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７９ 页；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 ———东南亚六国对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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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３９—７４ 页。

吴心伯：《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７６—１０２ 页。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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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信号、展现了合作的决心。① 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关系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友

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② 其中，泰国被认为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盟

友。 姬蒂·普拉思塔斯克（Ｋｉｔｔｉ Ｐｒａｓｉｒｔｓｕｋ）认为，美国和泰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威胁较

少且泰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泰国对泰美同盟关系并不十分坚定。③

吴心伯指出，可观的预期经济利益在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

“亚投行”）、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菲律宾开通以华为公司为核心供应商的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Ｇ）商用网络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④

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同的认知、一致的意识形态以及相互兼容的国内秩序或许

有助于联盟的维持。 西式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在对华关系领域与美国保

持一致，在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频频制造危机，攻击抹黑中国。 事实上，长期

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屡见不鲜。 维杰·戈卡莱（Ｖｉｊａｙ Ｇｏｋｈａｌｅ）指

出，中国认为自身的经验和国际局势的变迁证明，２０ 世纪流行的对西式民主的追捧

是错误的，西式民主并不是最好的或最有利于国家繁荣与发展的治理模式。⑤ 冷战

后，在全球推广西式民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人权理念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中

的重要内容。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民主国家联盟”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显著

提升，拜登政府通过举办“全球民主峰会”，试图在中美竞争中占据意识形态高地。⑥

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企图以“民主”为依托，在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等领域联合

盟友打压中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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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 ６ 个待检验假设（如图 １）。

假设 １：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反之，美国对华友好时，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友善，即“看齐效应”。

假设 ２：美国对盟友关系更加友好时，美国盟友更愿意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

序并对华强硬；反之，美国对盟友关系趋于强硬或者降低对盟友的拉拢力度时，美国盟

友会主动与中国加强合作，即“拉拢效应”。

假设 ３：考虑到国内政治因素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理应具有

较强的政策惯性，若一国对华关系好转，那么该国后续一段时间的对华关系也将向好，

反之则恶化，即“延续效应”。

假设 ４：美国增强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时，盟友对华关系恶化，反之则更加友好。

假设 ５：美国盟友在经济上越依赖美国，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友好。

假设 ６：美国盟友国内政治的西式民主程度越高，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

友好。

图 １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待检验假设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如图 １ 所示，本文假设，美国盟友的自身考虑是对华关系决策过程中的自变

量，它们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因素决定对中国的态度，而

美国的行为是重要的冲击变量，二者共同决定美国盟友的选择。

事实上，美国对盟友的拉拢和盟友的自身考虑并非泾渭分明。 例如，美国对盟友

的拉拢可以表现为增加对盟友的武器售卖，而盟友可能因对自身安全因素的重视，在

接受来自美国可靠的安全保护后转而对华强硬。

本文未将中国对美国盟友的关系纳入理论框架，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既有研

究和现实观察表明，中国的主动作为似乎并不能有效改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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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明月照渠沟”现象，即中国主动释放的善意难以换取美国盟友的对等善意；二

是笔者在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中纳入中国对美国盟友的关系，以考察其对美国

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其影响力十分微弱。

四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拉拢效应和延续效应

（一）研究方法、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引入 ＰＶＡＲ 模型检验假设 １ 至假设 ３。① 选用该模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

是美国对华关系、美国对盟友关系以及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之间具有高度内生性，

ＰＶＡＲ 模型可以较好地刻画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依赖关系；二是使用面板数据能

够将不同盟友纳入考察范围；三是本文将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盟友关系看作冲击变

量，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较好地评估美国盟友对冲击的响应。

本文设定的 ＰＶＡＲ 模型如式 １ 所示：

Ｙｉ，ｔ ＝ σ０ ＋ ∑ ｐ

ｊ ＝ １
Ａｊ Ｙ（ｉ，ｔ－ｊ） ＋ ｕｉ ＋ ｅｉ，ｔ，其中 ｉ ∈（１，２，…，Ｎ）；ｔ ∈（１，２，…，Ｔ） 式 １

在式 １ 中， σ０ 是 常 数 项； Ａｊ 是 滞 后 内 生 变 量 的 估 计 系 数 矩 阵； Ｙｉ，ｔ ＝

（盟→中ｉ，ｔ、中→盟ｉ，ｔ、美→盟ｉ，ｔ、盟→美ｉ，ｔ、美→中ｔ、中→美ｔ）是一个 ６ 维列向量，“盟→中”表

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盟”表示中国对美国盟友关系，“美→盟”表示美国对盟友

关系，“盟→美”表示美国盟友对美关系，“美→中”表示美国对华关系，“中→美”表示

中国对美关系；ｉ 代表国家 ｉ；Ｎ 代表国家总数；ｔ 代表第 ｔ 期，本文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

证检验使用周度数据，Ｔ 代表总周数；ｐ 是最优滞后阶数；ｕｉ是个体固定向量；ｅｉ，ｔ是残差

向量。

在 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中，本文主要关注美→中、美→盟以及盟→中自身

对盟→中的影响力。 若盟→中对美→中正向冲击的响应为正，负向冲击的响应为负，

则假设 １ 成立；若盟→中对美→盟的正向冲击响应为负，负向冲击响应为正，则假设 ２

成立；若盟→中对前期盟→中正向冲击的响应为正，负向冲击的响应为负，则假设 ３ 成

立。 为检验本文假设 １ 至假设 ３ 是否成立，本文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的周度

数据分为 ４ 个阶段并构建了 １２ 个 ＰＶＡＲ 模型（见表 １），除对代表性盟友整体进行实

证检验外，本文还分别对美国的北约盟友和非北约主要盟友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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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Ｍ． Ａｂｒｉｇｏ ａｎｄ Ｉｎｅｓｓａ Ｌｏ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７７８－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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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分开检验的理由是：总体而言，相较于非北约盟友，美国的北约

盟友受到的约束性更强。 《北大西洋公约》没有免责条款，即没有成员在特定条件下

可放弃履行条约义务的条款，而包含了其他联盟条约所没有的忠诚条款，即成员不得

参加有悖于该公约的其他条约。① 本文认为，因条约的约束力不同，在受到同等美国

对外关系变化的冲击时，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的响应可能不同，因此在实证检

验中对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主要盟友进行了区分。

表 １　 ＰＶＡＲ 模型设定

模型 时段 国家 周数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奥巴马第一任期（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代表性盟友②（２３ 个）

北约盟友（１４ 个）

非北约主要盟友（９ 个）

２１４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奥巴马第二任期（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代表性盟友（２３ 个）

北约盟友（１４ 个）

非北约主要盟友（９ 个）

２１１

模型Ⅶ

模型Ⅷ

模型Ⅸ

特朗普任期（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代表性盟友（２３ 个）

北约盟友（１４ 个）

非北约主要盟友（９ 个）

２１２

模型Ⅹ

模型Ⅺ

模型Ⅻ

拜登任期（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代表性盟友（２３ 个）

北约盟友（１４ 个）

非北约主要盟友（９ 个）

６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本文数据来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事件开放数据库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

（ＧＤＥＬＴ）。③ ＧＤＥＬＴ 由谷歌支持，收集了 １９７９ 年以来全球各个国家 １００ 余种语言的

新闻报道，能够实现及时的每日更新甚至每 １５ 分钟更新。 ＧＤＥＬＴ 将国与国之间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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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 ＡＵＫＵＳ 看美国的盟友体系建设一直有亲疏远近之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 ／ ２０２１－ １０ ／ １１ ／ ｃ＿
１２１１３９９２７０．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考虑到周度数据的缺失以及若选用过多样本容易面临工具变量不足的问题，本文共选取 ２３ 个代表性美

国盟友，其中非北约盟友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埃及、以色列和阿根廷，北约盟友包括

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土耳其、西班牙、波兰、葡萄牙、希腊、荷兰、挪威和丹麦。
感谢赵昊蛟协助收集和处理了本文原始数据。



（Ａ 国→Ｂ 国）的有向互动事件由机器自动编码为各类口头或者实质性行动（包括发

表公开声明、上诉、表达合作意愿、实质性合作、威胁、抗议和战争等），并报告戈德斯

坦得分（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ｓｃｏｒｅ）等其他指标。 与 ＧＤＥＬＴ 报告的其他指标相比，戈德斯坦得分

仅反映事件本身的性质，不受媒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该得分反映的是国家间冲突或合

作的程度，取值范围为－１０ 到 １０，得分越高，表示施动者与被动者的合作程度越高、冲
突程度越低，反之则合作程度越低、冲突程度越高。①

本文使用戈德斯坦得分衡量一定时间段内 Ａ 国对 Ｂ 国关系倾向于合作还是冲突，
计算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盟→中、中→盟、美→盟、盟→美、美→中、中→美这 ６
组双边互动事件所反映的对外关系总基调的周度数据，覆盖超 ２ 亿个互动事件。 具体

而言，笔者使用了 ３ 种计算方式：一是戈德斯坦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二是使用每个互动

事件被报道提及的次数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三是使用提及每

个事件的新闻来源数目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 由于第一种计算

方式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媒体主观因素的干扰，后文的实证检验主要使用第一种计算方

式得到的数据，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另外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以尽可能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此外，庞珣和刘子夜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反应难

以在当日或次日做出，但迁延至一个月的可能性也较低，戈德斯坦得分的周度均值能

够较好地刻画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反应。② 本文认可这一观点，因而也使用周度数据考

察国与国之间的互动。
（二）ＰＶＡＲ 模型实证检验

１．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期选择和格兰杰因果检验③

为保证模型Ⅰ至模型Ⅻ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而保证估计的有效性，本文对盟→中、
中→盟、美→盟和盟→美进行了 ＩＰＳ 检验，对美→中和中→美进行了时间序列平稳性

（ＡＤＦ）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在相应的时段都是平稳的。
在模型滞后期选择方面，ＰＶＡＲ 模型滞后阶数越多，解释力越强，但会对模型的自

由度形成影响。 本文主要参考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ＩＣ），为模型Ⅰ至模型Ⅻ选定的滞后

阶数都为１ 阶。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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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７９ 页；沈石等：《ＧＤＥＬＴ：感知全球社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载《世界地理研

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７１—７６ 页。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７９ 页。
囿于篇幅，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期选择和格兰杰检验相关检验结果不在正文中阐述，感兴趣的读者可

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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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对 １２ 组模型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模型Ⅰ至模型

Ⅷ中，９５％置信度下，美→中、美→盟都是盟→中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 ＰＶＡＲ 模型的变

量顺序主要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确定。

２．ＰＶＡＲ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ＰＶＡＲ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冲击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响应变量的

影响。 图 ２ 至图 ５ 分别展示了四个时期盟→中对美→中以及美→盟和盟→中自身的

响应。

结合图 ２ 至图 ５ 可知，自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盟→中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

但是政策惯性持续的时间有限，一般都在一个月左右，针对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

友的脉冲响应结果都支持假设 ３。 此外，美→中和美→盟对盟→中的影响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当期盟→中不受美→中和美→盟的影响。 面对外界冲击，美国盟友对华关系

响应的滞后性也进一步说明了假设 ３ 是成立的。 以下具体介绍各个时期美→中和

美→盟对盟→中的影响。

如图 ２ 所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看

齐效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 美国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盟→中对美→中正向响

应的峰值）显著大于非北约盟友。 此外，北约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的预

期，但强度有限且持续性较差，联盟体系整体对华关系和非北约盟友对华关系则不符

合拉拢效应。

如图 ３ 所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看齐效应的预

期，即符合假设 １。 看齐效应在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中强度相当，但是北约盟友的

看齐效应持续时间更长。 此外，北约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但强度较弱

且持续性较差，联盟体系整体和非北约盟友则不符合拉拢效应。

如图 ４ 所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变迁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其

中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 此外，联盟体系整体和非北约盟友

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但强度甚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北约盟友则不符合拉

拢效应。

如图 ５ 所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联盟体系对华关系的演变表现出较强的看齐效

应，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尤为强烈，给定美→中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盟→中正向响

应的峰值高达 １．５，而非北约盟友的对华关系没有明显的看齐效应。 此外，联盟体系整

体和北约盟友对华关系演变不符合拉拢效应的预期，非北约盟友虽然符合，但是强度

十分微弱，可以忽略不计。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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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盟→中对美→中、美→盟和盟→中的 ＰＶＡＲ 脉冲响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本文进行 ２００ 次蒙特卡洛模拟以绘制带有 ９５％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图，图示点线为 ９５％置

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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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盟→中对美→中、美→盟和盟→中的 ＰＶＡＲ 脉冲响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本文进行 ２００ 次蒙特卡洛模拟以绘制带有 ９５％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图，图示点线为 ９５％置

信区间。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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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特朗普政府时期盟→中对美→中、美→盟和盟→中的 ＰＶＡＲ 脉冲响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本文进行 ２００ 次蒙特卡洛模拟以绘制带有 ９５％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图，图示点线为 ９５％置

信区间。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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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拜登政府时期盟→中对美→中、美→盟和盟→中的 ＰＶＡＲ 脉冲响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本文进行 ２００ 次蒙特卡洛模拟以绘制带有 ９５％置信区间的脉冲响应图，图示点线为 ９５％置

信区间。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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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析图 ２ 至图 ５，可以得出三点研究发现：其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

友的对华关系普遍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北约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显著强于非北约盟

友。 由此可见，就对华议题而言，美国在其北约盟友间的号召力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

其二，拉拢效应仅在部分时期对部分盟友成立，且往往强度较弱、持续性较差。 其三，

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体现出较强的延续效应，但延续时间较短。

３．ＰＶＡＲ 模型方差分解结果

ＰＶＡＲ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刻画各内生变量彼此之间的动态影响，方差分解

则能够体现冲击变量对响应变量的重要程度。 本文使用 ＰＶＡＲ 方差分解方法，通过蒙

特卡洛模拟 ２００ 次得出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２）。 不同时期方差分解结果趋于稳定的

期数不同，所以在不同时期本文汇报的方差分解期数存在一定差异。

表 ２　 ＰＶＡＲ 模型方差分解结果

时段 模型 期数 美→中 美→盟 盟→中

奥巴马政府
第一任期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１０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３９５ ０．９１７５

５０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３９５ ０．９０３６

１００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３９０ ０．８９３０

１０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３８ ０．９６００

５０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８８８０

１００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８３７１

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７３７ ０．９１２６

５０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５ ０．９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７３３ ０．９０７８

奥巴马政府
第二任期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１０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８３５９

５０ ０．１５６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７２２４

１００ ０．１９７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６４８６

１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３０４ ０．８４４０

５０ ０．３６８９ ０．０２１５ ０．５８７２

１００ ０．４６１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４９７８

１０ ０．０４８６ ０．１２８５ ０．４６８８

３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１３２０ ０．４５４４

５０ ０．０４９１ ０．１３２０ ０．４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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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时段 模型 期数 美→中 美→盟 盟→中

特朗普政府
时期

模型Ⅶ

模型Ⅷ

模型Ⅸ

１０ ０．２０６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７７２９

５０ ０．４７６６ ０．００６０ ０．４７９３

１００ ０．５７９２ ０．００７３ ０．３６５２

１０ ０．２２５６ ０．０２１５ ０．６９８０

５０ ０．５２１７ ０．０１４０ ０．３９１４

１００ ０．６２２２ ０．０１１４ ０．２８３１

１０ ０．０９９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８８６２

５０ ０．２９８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６７５１

１００ ０．３０１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６７２４

拜登政府时期

模型Ⅹ

模型Ⅺ

模型Ⅻ

１０ ０．１１６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７９８６

２０ ０．１４２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７５７４

３０ ０．１４７６ ０．０１１８ ０．７４９６

１０ ０．２７９６ ０．０３８７ ０．６１３７

２０ ０．３１０６ ０．０４３４ ０．５７３５

３０ ０．３１５５ ０．０４４１ ０．５６７２

１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９３９７

２０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７ ０．９３９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由表 ２ 可知，在本文所检验的四个时期中，盟→中自身一直是解释美国盟友对华

关系波动的重要因素，且面对美→中和美→盟的冲击，盟→中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滞后

性。 由此可见，延续效应是存在的。 对于北约盟友而言，看齐效应也表现出可观的解

释力。 其中，对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北约盟友，美国对华关系的波动对美国盟友对华

关系波动的解释力高达 ６０％以上。 而对于非北约盟友，看齐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

系波动的解释力普遍较低。 此外，对于存在拉拢效应的模型，即前文脉冲响应分析中

盟→中对美→盟正向冲击的响应为负的情形，拉拢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解释力

极其微弱。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三种途径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使用不同计

算方式评估双边互动所表示的关系友好程度。 在使用戈德斯坦得分算术平均值表征

双边互动关系外，本文还分别以事件被提及次数和报道来源数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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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并重新进行前文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到与前文基本一

致的实证检验结果。 其二，本文对样本进行微调，如删去、添加或变换样本国家，调整

后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其三，本文调整 ＰＶＡＲ 模型的滞后

期，以评估 ＰＶＡＲ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检验结果基

本吻合。 囿于篇幅，本文不在正文中详述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ＰＶＡＲ 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结合前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本文得出四点研究发现（见表 ３）。

表 ３　 ＰＶＡＲ 实证研究发现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 特朗普政府时期 拜登政府时期

联盟
整体

北约
盟友

非北约
盟友

联盟
整体

北约
盟友

非北约
盟友

联盟
整体

北约
盟友

非北约
盟友

联盟
整体

北约
盟友

非北约
盟友

看齐效应 Ö ÖÖÖ Ö ÖÖÖ ÖÖÖ Ö ÖÖÖÖ ÖÖÖÖ ÖÖÖ ÖÖÖ ÖÖÖ Ö

拉拢效应 Ö Ö Ö Ö Ö

延续效应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Ö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Ö”表示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该效应存在，但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该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

关系波动的解释力稳定在小于 １０％的水平，基本可以忽略；“ÖÖ”表示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该效应
存在，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该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解释力大于 １０％；“ÖÖÖ”表示脉冲响
应分析结果显示该效应存在，持续时间超过半年，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
解释力大于 １０％；“ÖÖÖÖ”表示该效应存在，持续时间超过半年，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解释
力大于 ５０％。

第一，假设 １ 成立。 看齐效应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美国

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也趋向于同中国对抗甚至发生冲突。 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显著

强于非北约盟友。 在对华议题方面，北约盟友较非北约盟友更加缺乏战略自主性。

第二，假设 ２ 不成立。 美国对盟友关系这一冲击几乎无法改变盟友对华关系走

向。 考虑到戈德斯坦得分平均值计算得到的数据反映的是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而

非某个特定领域，本文认为，拉拢效应不存在说明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的变化不会

外溢为盟友对华关系的转变。 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在某段时间就气候

和关税等议题产生嫌隙，也很难传导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好转。 但是假设 ２ 不成立

并不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互动完全不会影响盟友的对华关系。 后文实证检验将

进一步表明，美国对盟友的安全保护以及盟友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会显著影响盟友的对

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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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设 ３ 成立。 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具有较强的“延续效应”，且对外界冲击

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由此说明，国内政治是决定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 然

而，延续效应持续的时间较短，明显短于看齐效应。

第四，分不同政府时期来看，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是本文所覆盖的四个时期中美

国盟友看齐效应最弱的一个阶段。 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

大幅跃升。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进一步强化，北约盟友和非

北约盟友都表现出较强的看齐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继续增强，

但是非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消失。

纵向比较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情况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破坏甚至强化

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 特朗普政府时期是本文检验的四个时期中唯一一

个非北约盟友表现出强烈的看齐效应的时段。 本文认为，这一研究发现看似在情理之

外，但事实上是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说在情理之外，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时期严重破坏

了美国的联盟体系。 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

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 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令不少美国盟友

感到失望并予以公开谴责；①而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常常施压盟友与

其一同对抗中国，如呼吁欧洲盟友打压华为等。 此外，在特朗普任期内，尽管美国联盟

体系内部在气候问题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上保持了高度一

致，不论是涉港问题中对有关人员的制裁，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抹黑，都彰显了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高度一致性。

（五）看齐效应的国别差异

前文实证检验发现，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存在较强的看齐效应，深受美国对华关

系影响。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美国不同盟友在不同时期的看齐效应的强弱。 在研究方

法上，本文引入 ＶＡＲ 模型考察国别层面的看齐效应强度。 一般而言，ＶＡＲ 模型的构

建如式 ２ 所示：

Ｙｔ ＝ Ø０ ＋ ∑ ｐ

ｑ ＝ １
Ｂｑ Ｙｔ －ｑ ＋ 􀆠ｔ，ｔ ∈ （１，２，…，Ｔ） 式 ２

其中，Ø０是水平项，􀆠ｔ是误差项，Ｂｑ表示第 ｑ 期滞后项Ｙｔ－ｑ与Ｙｔ的关系，Ｙｔ的维度根

据模型所包含的变量个数而定。

本文构建了 １０６ 个 ＶＡＲ 模型以评估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第二任期以及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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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拜登政府四个时期当中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 根据不同时期各国数据的

完整程度，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针对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数据，本文构

建了 ２５ 个 ＶＡＲ 模型，评估 ２４ 个国家及欧盟的看齐效应强度；针对奥巴马政府第二任

期、特朗普政府时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的数据，本文各构建了 ２７ 个 ＶＡＲ 模型，每个时期

所选择的样本国参见表 ４。 ＡＤＦ 检验表明，以上 １０６ 个 ＶＡＲ 模型的各变量均为平稳

序列。 此外，综合考虑最小化信息量准则（ＡＩＣ）、贝叶斯信息准则和准似然独立准则

（ＱＩＣ），以上 １０６ 个 ＶＡＲ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１ 阶、２ 阶或 ３ 阶。 每个 ＶＡＲ 模型都包含 ５

个变量，分别为美→中、中→美、美→盟、盟→美和盟→中，以评估盟→中对美→中冲击的

响应程度，即式 ２ 中，Ｙｔ是一个 ５ 维列向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进行国别层面的 ＶＡＲ 模型检验时使用了美→中、中→美、

美→盟、盟→美和盟→中这 ５ 个变量，未将中→盟纳入模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

前文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已表明，中→盟对盟→中的影响力极其微弱；二是

中→盟的缺失程度非常严重。 本文试图在国别层面的实证检验中考察更多前文

ＰＶＡＲ 模型没有考虑到的盟友，但是这些国家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中→盟的缺失程度普遍达

到 ９０％以上，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数据插补方法，依然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表 ４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强度

国家
奥巴马政府
第一任期

国家
奥巴马政府
第二任期

国家
特朗普

政府时期
国家

拜登
政府时期

平均值

西班牙 ０．４０１ 约旦 ０．２２５ 捷克 ０．３１２ 葡萄牙 ０．５２６ ０．１４２

希腊 ０．３６１ 荷兰 ０．２２３ 阿根廷 ０．２４６ 丹麦 ０．３７８ ０．１３３

约旦 ０．１３２ 泰国 ０．１５４ 挪威 ０．２１６ 以色列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２

埃及 ０．１１８ 波兰 ０．１３０ 比利时 ０．１９３ 阿根廷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０

法国 ０．１１８ 匈牙利 ０．１２９ 新西兰 ０．１８３ 加拿大 ０．１５１ ０．０６６

葡萄牙 ０．１１３ 丹麦 ０．１１４ 波兰 ０．１８２ 希腊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１

菲律宾 ０．１１０ 澳大利亚 ０．０９０ 澳大利亚 ０．１６１ 立陶宛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比利时 ０．１０８ 比利时 ０．０８３ 英国 ０．１５４ 新西兰 ０．０９ ０．０３９

荷兰 ０．１０２ 韩国 ０．０４６ 加拿大 ０．１５ 澳大利亚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４

韩国 ０．０７３ 日本 ０．０３７ 匈牙利 ０．１４９ 土耳其 ０．０６ ０．０３５

以色列 ０．０６０ 阿根廷 ０．０３７ 菲律宾 ０．１４３ 约旦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１

澳大利亚 ０．０４３ 土耳其 ０．０３６ 泰国 ０．１２ 匈牙利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１

波兰 ０．０４２ 法国 ０．０３３ 以色列 ０．１ 意大利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１

意大利 ０．０２８ 新西兰 ０．０２３ 法国 ０．０９９ 荷兰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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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国家
奥巴马政府
第一任期

国家
奥巴马政府
第二任期

国家
特朗普

政府时期
国家

拜登
政府时期

平均值

日本 ０．０１７ 挪威 －０．０１９ 丹麦 ０．０８７ 日本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加拿大 ０．０１０ 德国 －０．０４２ 日本 ０．０７６ 英国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土耳其 ０．００４ 加拿大 －０．０４６ 德国 ０．０６７ 韩国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８

英国 －０．００５ 葡萄牙 －０．０７８ 土耳其 ０．０４ 埃及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３

丹麦 －０．０４８ 捷克 －０．０８６ 希腊 ０．０３５ 菲律宾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６

泰国 －０．０７５ 英国 －０．０９３ 韩国 ０．０１５ 泰国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２

挪威 －０．０８６ 菲律宾 －０．１２６ 葡萄牙 ０．００７ 比利时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２

德国 －０．０９３ 西班牙 －０．１３４ 约旦 －０．０２２ 西班牙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１

阿根廷 －０．１１５ 希腊 －０．１３５ 埃及 －０．０４ 德国 －０．２０６ －０．０６９

新西兰 －０．１４１ 埃及 －０．１５１ 意大利 －０．０６２ 法国 －０．３１６ －０．０１７

以色列 －０．１５３ 西班牙 －０．０６９ 挪威 －０．５７７ －０．１１７

方差 ０．０１７ 意大利 －０．２７４ 荷兰 －０．１４４ 波兰 －０．６２２ －０．０６７

欧盟 ０．０１５

方差 ０．０１６ 方差 ０．０１２ 方差 ０．０６０

欧盟 ０．０２８ 欧盟 ０．０７１ 欧盟 ０．０６９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本文使用美→中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下盟→中响应的峰值表示看齐效应的强度。 另外，

本文尝试使用脉冲响应前两期系数的均值表示盟→中对美→中的响应强度，得到与表 ４ 相似的评

估结果，这说明表 ４ 中的评估结果是稳健和可信的。

在表 ４ 中，数字越大表示盟友越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看齐效应越强。 本文为表

４ 中看齐效应强度大于 ０．１０ 的单元格加了阴影，表明该国在该阶段看齐效应相对较

强；小于－０．１０ 的单元格加了下划线，说明该国看齐效应相对较弱，甚至与美国对华关

系背道而驰。

根据表 ４ 所呈现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得出四点研究发现：第一，欧盟作为一个整

体一直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盟的看齐效应强度高于其他三

个时期。 第二，综合四个时期的分析结果可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格外追

随美国的对华关系，而意大利、德国和埃及等国的对华关系相对平衡，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追随美国的迹象。 第三，与前文 ＰＶＡＲ 实证检验结果相吻合的是，特朗普政府非但

没有破坏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联盟体系在对华问题上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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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政府时期有 １３ 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超过 ０．１，仅有 １ 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小

于－０．１。 第四，拜登任期，美国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出现了明显的极化倾向，部分国家

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看齐效应强度高于以往三个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有多个国家

与美国背道而驰。

五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因素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美国对盟友安全利益的保护、盟友对美国密切的经济依赖

程度以及盟友国内的政治制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 本部分

通过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何种因素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底层驱

动因素。

（一）研究设计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 ４ 至假设 ６，本文采用 ＯＬＳ 和广义矩估计方法（ＧＭＭ）估

计式 ３ 所示的线性回归模型：

ａｌｌｙｔｏｃｈｎｉｔ ＝ β１ ｌｎａｒｍｉｔ ＋ β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 ＋ β３ ｔｒａｄｅ＿ ｕｓａｉｔ ＋ γ１ｍｉｌｉｐｉｔ ＋ γ２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

＋ γ３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 ＋ γ４ ｌｎｐｏｐｕ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式 ３

此外，本文还引入美国盟友自美国进口的武器金额（对数）和西式民主水平的交

互项，用以估计西式民主水平的调节效应：

ａｌｌｙｔｏｃｈｎｉｔ ＝ β４ ｌｎａｒｍｉｔ ＋ β５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 ＋ β６ ｌｎａｒｍ∗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 ＋ β７ ｔｒａｄｅ＿ ｕｓａｉｔ

＋ γ５ｍｉｌｉｐｉｔ ＋ γ６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 ＋ γ７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 ＋ γ８ ｌｎｐｏｐｕ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式 ４

在式 ３ 和式 ４ 中，下标 ｉ 表示国家，ｔ 表示年份。 ａｌｌｙｔｏｃｈｎｉｔ表示 ｔ 期美国盟友对华

关系的友好程度（即盟→中），是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自美国进口武器金

额（对数） ｌｎａｒｍｉｔ、西式民主水平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和对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ｉｔ。 ｌｎａｒｍ∗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是自美国进口武器金额（对数）和西式民主水平的交互项。 控制变量包括军

事支出占比 ｍｉｌｉｐｉｔ、对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和

人口总数（对数） ｌｎｐｏｐｕｉｔ。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μｉ和时间固定效应νｔ。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假设同一国家不同年份之间的扰动项具有未知的序列相关结构，因

此模型系数估计的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层面。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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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变量名称与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与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
量

盟→中ｉｔ

ａｌｌｙｔｏｃｈｎｉｔ
ｉ 国 ｔ 期对华关系

数据来源为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计算方式为年内
各事件戈德斯坦得分的平均值

核心解释
变量

自美国进口武器
金额（对数）
ｌｎａｒｍｉｔ

ｉ 国 ｔ 期自美国进
口的武器金额的对
数值

数据来源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① 考虑到各国武器进口金额（记为
ａｒｍ，单位为百万美元）存在一定的零值，本文
的计算方式为：ｌｎａｒｍｉｔ ＝ ｌｎ（ａｒｍｉｔ＋１）

对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ｉｔ

ｉ 国与美国的贸易
占其总贸易额的百
分比

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方式为：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ｉｔ ＝１００∗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ｕｓａｉｔ ／ ｔｒａｄｅ＿ｔｏｔａｌｉｔ，
其中 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ｕｓａｉｔ表示 ｉ 国 ｔ 期与美国的商

品贸易总额，ｔｒａｄｅ＿ｔｏｔａｌｉｔ表示 ｉ 国 ｔ 期商品贸

易总额

西式民主水平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

ｉ 国 ｔ 期的西式民
主水平

使用“民主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项目公布的 ５ 个民主指数的平均值，５ 个指数
分别为选举民主指数、自由民主指数、参与式
民主指数、协商式民主指数和平等式民主
指数②

控制变量

军事支出占比
ｍｉｌｉｐｉｔ

ｉ 国 ｔ 期军事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百分比

数据来源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

对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

ｉ 国与中国的贸易
占其总贸易额的百
分比

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方式为：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 ＝ １００∗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ｃｈｎｉｔ ／ ｔｒａｄｅ＿ｔｏｔａｌｉｔ，
其中 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ｃｈｎｉｔ表示 ｉ 国 ｔ 期与中国的商

品贸易总额，ｔｒａｄｅ＿ｔｏｔａｌｉｔ表示 ｉ 国 ｔ 期商品贸

易总额

人 均 ＧＤＰ （ 对
数） ｌｎｇｄｐｐｃｉｔ

ｉ 国 ｔ 期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值

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ＷＤＩ）数
据库；人均 ＧＤＰ 的单位是现价美元

人 口 总 数 （ 对
数） ｌｎｐｏｐｕｉｔ

ｉ 国 ｔ 期人口总数
的对数值

使用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的公开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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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ＩＰＲＩ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ｐｐｅｄｇｅ， ｅｔ ａｌ．， “Ｖ⁃Ｄｅｍ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ｖ１２，”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Ｖ⁃Ｄ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该项目提供的民主指数更新较为及时。 相关研究参见杨竺松、陈冲、杨靖溪：《“一带一

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 第 ３ 期，第 ４—２９ 页；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

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０—１５４ 页。



在检验假设 ４ 时，本文将自美国进口武器金额（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对美

贸易依赖度、西式民主水平、军事支出占比、对华贸易依赖度、人均 ＧＤＰ（对数）和人口

总数（对数）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还引入自美国进口武器金额（对数）与西式民

主水平的交互项，用以估计西式民主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认为，对武器进口所产生

效应的因果识别受到三方面挑战。

第一，来自共同的混淆因素的挑战，即可能存在既影响武器进口金额又影响对华关

系的因素。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涉及美国对华关系的演变和

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等。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可能既强化美国笼络盟友的力度，将更多

武器出售给盟友，又促使美国强势介入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双边关系，甚至迫使美国盟友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导致美国盟友主动恶化与中国的关系。① 二是中国实力的变化。 当

中国实力增强时，一方面，美国可能通过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来巩固其联盟体系；另

一方面，美国盟友也会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主动改变对华关系，如欧盟自 ２０１９

年起将中国定位为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便体现了这样的顾虑。 三是军费投入的多

寡。 一方面，一国军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越小，该国军事实力越弱，越可能渴望来自美

国的安全保护，自美国进口更多的武器；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十分需要美国的安全保

护，也更希望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施行了强硬的对华关系。②

本文通过引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解决上述共同混淆因素的影响。 上述三类混淆因

素中与中美博弈和中国实力有关的因素仅随时间变化，不随国家变化，因而控制时间

固定效应可以较好地消除这些共同混淆因素的影响。 此外，为消除第三类混淆因素的

影响，本文将军事支出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 ３ 和式 ４。

第二，或许武器进口反映的是贸易依赖的密切程度或西式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

是经贸关系或政治制度而非武器进口本身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关系。③ 对此，本文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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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漆海霞、齐皓：《同盟信号、观众成本与中日、中菲海洋争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第 １０６—１３４ 页；张立、胡大一：《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载《当代亚太》，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５—１０４ 页。

参见漆海霞：《威慑抑或纵容：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与冲突》，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１ 页；Ａｌｙｓｏｎ Ｊ． Ｋ． Ｂａｉｌｅｓ，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 Ｔｈ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ｌｄｕｒ Ｔｈｏｒｈａｌｌｓｓ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ｈｅｌ⁃
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 ＴＷ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９－２６。

参见张蕴岭：《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矛盾》，载《世界经济》，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８３ 页；宋国友：《东
亚为什么是安全的》，载《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第 ５５—６０ 页；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Ｑｕａｎ Ｌｉ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ｅｈ⁃
ｍ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ｐ．３９１－４３８；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ｐ．２２３－２４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Ｂｌａｎｔ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ＵＳ Ａ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６４７－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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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盟友对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ｃｈｎｉｔ）、对美贸易依赖度（ ｔｒａｄｅ＿ｕｓａｉｔ）以及西式民主水

平（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ｔ）作为控制变量。

第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武器进口可能反

映了其他不可观测变量，即存在遗漏变量偏误。 此外，对华关系可能反向影响一国

自美国进口的武器金额。 本文尚未发现能够很好地表征武器进口的工具变量，但已

引入若干控制变量，可以较好地消除遗漏变量偏误。 不仅如此，本文除使用 ＯＬＳ 方

法对式 ３ 和式 ４ 进行估计外，还使用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以尽可能回应关于内生性

问题的担忧。

在检验假设 ５ 和假设 ６ 时，同样面临对因果识别的挑战，本文依然通过引入控制

变量和使用 ＧＭＭ 方法的方式进行回应。 囿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实证检验中面

临的对因果识别的挑战。

在检验假设 ５ 时，对美贸易依赖度是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对美贸易依赖度可能

影响对华贸易依赖度，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加强（减弱）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可能

下降（增强）。 引入对华贸易依赖度可能会产生“坏控制变量”问题，①所以不将其作为

控制变量，而将盟友自美进口武器金额（对数）、西式民主水平、军事支出占比、人均

ＧＤＰ（对数）和人口总数（对数）作为控制变量。

在检验假设 ６ 时，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美进口武器金额（对

数）、对美贸易依赖度、对华贸易依赖度、军事支出占比、人均 ＧＤＰ（对数）和人口总数

（对数）是控制变量。

实证检验覆盖 ３８ 个美国盟友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的年度数据。② 与前文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和 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相比，本部分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检验覆盖的样本国家

更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数据都是年度数据，需要将更

多国家纳入考量以获取更大的样本量。 其二，在前文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和 ＶＡＲ 模型

的实证检验中，有不少国家因为对华关系周度数据缺失严重而未被纳入实证检验，

但这些国家对华关系年度数据是相对完整的，因此纳入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

证检验。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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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著，郎金焕、李井奎译：《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实证

研究者指南》，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９ 页。
３８ 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

荷兰、卢森堡、波兰、阿根廷、葡萄牙、比利时、埃及、挪威、希腊、捷克、土耳其、丹麦、以色列、约旦、爱尔兰、阿尔巴

尼亚、立陶宛、巴林、克罗地亚、科威特、摩洛哥、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匈牙利。



表 ６　 描述性统计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盟→中） ８１０ ２．２４６ ０．９５９ －１．５０６ ２．３３０ ７．７００

自美进口武器金额（对数） ８１１ ２．９０２ ２．２９４ 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 ７．３３４

对美贸易依赖度 ８１９ ７．５１０ ６．２５４ ０．８１５ ５．５８８ ２９．８８

西式民主水平 ８１９ ０．６２７ ０．２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７３５ ０．８５７

军事支出占比 ７９８ １．９８８ １．２４１ ０．３８０ １．６２７ ７．７０１

对华贸易依赖度 ８１９ ６．８４０ ６．００４ ０．４７０ ４．９２７ ３５．２６

人均 ＧＤＰ（对数） ８１９ ９．７８４ １．０３４ ６．９１２ ９．９７６ １１．８３

人口总数（对数） ７９８ １６．３３ １．５２３ １２．５６ １６．１７ １８．６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结果

如表 ７ 所示，假设 ４ 成立。 美国盟友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越多，对华关系越强硬。

检验结果符合本文的猜想，美国的联盟体系主要是安全联盟，盟友的安全利益越是能

得到保障，就越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华关系越强硬。 但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否

存在以及影响的强度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一国的西式民主水平。 表 ７ 和图 ６ 显示，当

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较低时，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显著为负，而

随着其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影响的强度逐渐下

降，对于西式民主水平较高的样本，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再显

著，甚至转为正向影响。 假设 ５ 成立，美国盟友对美贸易依赖度越强，对华关系越恶

劣。 然而，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与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 ６ 不成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恶化盟友对华关系。

表 ７　 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盟→中）

检验假设 假设 ４ 假设 ６ 假设 ４ 和假设 ６ 假设 ５

检验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自美国进口武器
金额（对数）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６∗∗

（－２．０６） （－１．９２） （－３．８１） （－３．０３） （－１．９３） （－２．０６）

对美贸易依赖度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４∗∗

（－１．９９） （－２．１７） （－２．３４） （－２．６０） （－２．０４） （－１．９８）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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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被解释变量：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盟→中）

检验假设 假设 ４ 假设 ６ 假设 ４ 和假设 ６ 假设 ５

检验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ＧＭＭ ＯＬＳ ＧＭ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西式民主水平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５ －０．２４１ ０．１５７ ０．４０７ ０．１８１

（０．４５） （０．５１） （－０．３１） （０．２５） （０．５２） （０．３０）

自美国进口武器
金额 （对数） ∗
西式民主水平

０．２１６∗∗∗

（３．２６）

军事支出占比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８∗∗∗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８６） （－１．０２） （２．７９） （－０．８６） （２．３０）

对华贸易依赖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２）

人 均 ＧＤＰ （ 对
数）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９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１１） （－１．０６） （－０．２０）

人 口 总 数 （ 对
数）

０．２４４ ０．４４９ －０．０３５ ０．２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２５） （０．４８） （－０．８２） （０．３５） （－１．１５）

盟→中（滞后一
期）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０∗∗∗

（３．１３） （３．３１）

盟→中（滞后二
期）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３７）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５５２∗∗∗ ２．１７８∗∗∗ ２．１６０ －０．８３６ １．８６７ ３．０７２∗∗∗ １．４５７ ２．９９１∗

（２１．４３） （３．７５） （０．１３） （－０．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２２） （０．１０） （１．８７）
观测值个数 ４９４ ４９４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９４ ４８１ ４８１
拟合优度 ０．２８０６ ０．２８１１ ０．３０４２ ０．３０４６ ０．２８１３ ０．２９９９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１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２７６ ０．１６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是 ｔ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在 ＧＭＭ 估计

中，本文指定盟友人口总数（对数）和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其他变量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以尽
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ＡＲ（１）和 ＡＲ（２）两行分别报告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一阶和二阶序列相
关检验得到的 ｐ 值；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一行报告的是该检验得到的 ｐ 值，由于工具变量数目较多，本文汇报
Ｓａｒｇｅｎ 检验值。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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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交互项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在所选样本中，西式民主水平的最小值为 ０．０６８８，最大值为 ０．８５７２。

图 ６ 展示了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本文认为，一国国内的政治竞争性是西式民主程度影响武器进口与美国盟友对华

关系负相关性的重要因素。 西式民主程度越高，一国内部的政治竞争越激烈，行政部

门受到的制约越多。① 在和平时代，国家安全这一高政治领域的议题与民众的距离相

对较远，若一国的行政部门因得到美国更强大的安全保护而恶化对华关系，可能会遭

到国内民众和其他制衡力量的反对。 不仅如此，部分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武器出口加剧

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② 受类似国际舆论的影响，因武器进口而调整

对华关系可能更加难以在西式民主政体中赢得人心。 因此，西式民主程度越高，武器

进口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弱。
综上所述，与前文假设相符的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

过程中的重要考量。 但与前文假设不符的是，政治制度的西式民主化程度非但不能显

著改变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友好程度，反而弱化了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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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兆源：《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９—１５６ 页；爱德华·曼斯菲尔德、海伦·米

尔纳著，陈兆源译：《表决、否决与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０３—１０４ 页。
Ｂｒｕｃｅ Ｒｉｅｄｅｌ，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ｔｏｐ ＵＳ Ａｒｍｓ Ｓａｌｅｓ ｔｏ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ｃｈａｏ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４ ／ ｉｔｓ－ｔｉｍｅ－ｔｏ－ｓｔｏｐ－ｕｓ－ａｒｍｓ－ｓａｌｅｓ－ｔｏ－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Ｏｌｉｖｅｒ
Ｐａｍ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ｕｐ ｏｆ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ｍ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Ｉｎｔｒａ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３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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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强度。 经过实证检验，本文修正了前文研究假设，并提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

决策框架。

图 ７　 经实证检验修正后的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第一，变换被解释变

量的计算方式，使用以互动事件被提及的次数和提到该事件的信息源数量为权重的戈

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度量各国的对华关系，检验结果与表 ７ 中的实证检验结果相

近。 第二，同时使用 ＯＬＳ 方法和 ＧＭＭ 方法对式 ３ 和式 ４ 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第三，考虑更多国际层次变量的影响。 美国联盟体系内亲疏有别，《北大西洋

公约》具有特有的忠诚条款，是否为北约成员可能会影响盟友的行为。 此外，作为中

国邻国的美国盟友，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或许更加急迫。 因此，本文在现有模型基

础上进一步根据是否为北约盟友以及是否为中国邻国进行分类检验，检验结果与表 ７

中的实证检验结果相近。

六　 结论

中国多次努力与美国盟友加强合作，却无功而返，一片真心空照沟渠。 基于此，本

文探讨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考察了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普遍因素，在

理论层面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联盟管理理论的既有研究，在现实层面服务于中美博弈背

景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

本文以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 ＧＤＥＬＴ 作为主要数据源，基于超 ２ 亿个事件计算

出中国与美国、美国盟友与美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双边关系，并综合运用面板向

量自回归、向量自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五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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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北约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

齐效应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一

直是稳固的，即便是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明显破坏甚至还强化了这

一效应。 在国别层面，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更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

意大利、德国和埃及则相对平衡。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出现了明

显极化现象，国与国之间看齐效应强度的差异性较以往显著增大。

第二，美国对盟友关系几乎不能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这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

间的靠近与疏远基本不能改变盟友的对华关系。 美国盟友缺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左

右逢源的战略自主性，即便是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某些议题上出现分歧，也难以外溢为

美国盟友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

第三，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所以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具有

较强的延续性，且在外界冲击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第四，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显著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的安全承诺越可

靠，其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 虽然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

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随着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美国盟友自美武器进口与对华关

系之间的负相关性减弱。 换言之，并非越符合西式民主标准的美国盟友对中国越敌

视，而且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会减弱美国通过安全保护笼络盟友的效果。

第五，在经济相互依赖方面，美国盟友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深，其对华关系越

强硬。 而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似乎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盟友的对华

关系。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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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明月照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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